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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性原则的回归
*

� � � 世界卫生组织与中国卫生体系改革

汤 � 蓓

内容提要 � 以世界卫生组织影响中国卫生体系改革为案例,本文

探讨了国际力量影响中国社会政策制定的动力、渠道及其结果。作者

认为,国际与国家两个层次上的议题特征变化,导致了国际制度顺利发

挥了对中国医疗卫生改革的影响力:随着公共卫生问题的重要性上升,

在医改问题上,世界卫生组织提出的公平性原则在政策优先度、聚焦度

以及支持度上均有所提升;由于 SARS危机强化了中国政府重视改革医

疗体制,建立了国家层面上的跨部门决策机制,从而打通了国际组织影

响中国国内政治的制度渠道。

关键词 � 国际制度 世界卫生组织 中国医疗改革

自改革开放以来, 在对外关系中, 中国以促进合作为主要目的, 日益走向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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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主义, 大量参与国际组织和多边关系。国际组织通过确定共同的国际任务、

界定新的行为体、为行为体确立新的利益等方式, 已经成为一支独特的自主力

量, �其不仅能够影响国家的对外政策, 还可以影响国家的国内事务。

本文以世界卫生组织对中国卫生体系改革发挥影响为案例, 试图探讨国际

制度、国际组织�影响中国社会政策制定的动力、渠道及其结果。1979年, 时任

卫生部长钱信忠在元旦向新华社记者表示, �卫生部门也要按经济规律办

事。��这一发言开启了中国的医疗卫生体系改革。然而, 在经历了 20年的市

场化、商业化探索后, �中国青年报�于 2005年 7月 28日刊发了世界卫生组织

与国务院发展与改革委员会 �中国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课题组的研究报告, 报

告认为之前以市场为导向的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已经走入死胡同, 改革 �基本不

成功�。� 医疗体制改革如何进行下去, 这再度成为争论的焦点。

与以往相比, 新一轮医疗体制改革的突出特点就是, 中国政府开始积极寻

求国际组织的建议与帮助。作为全球公共卫生领域内十分重要的国际组织, 世

界卫生组织不仅参与评估了中国过去改革的成败优劣, 更在 2007年成为医改

备选方案的提供机构之一, 直接为中国公共卫生政策建言。世界卫生组织主

张, 卫生体系设计的首要原则是公平。2009年 3月 18日, 国务院发布 �中共中

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 提出要将城乡全体居民纳入基

本医疗保障制度, 并强调医疗卫生事业的公益性质, 要 �把基本医疗卫生制度

作为公共产品向全民提供, 实现人人享有基本医疗卫生服务 �的目标。� 这一

最新方案出台后不久,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陈冯富珍女士随即表示, 它 �与世

国际政治科学

�

�

�

�

�

迈克尔� N. 巴尼特、马莎 � 芬尼莫尔: �国际组织的政治、权力与病症 �, 载于莉莎 � 马丁、贝

思� 西蒙斯编: �国际制度 � (黄仁伟等译 ) ,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6年版, 第 458页。

本文使用的 �国际制度 �指的是 �规范国家行为的成套规则, 那些规则可能是正式的、明确的, 或

者是非正式的、隐含的 �。而在使用 �国际组织 �一词时, 本文则更强调它作为具体体现制度的实体化、

官僚化、组织化的特征, 参见莉莎� 马丁、贝思� 西蒙斯编: �国际制度 �, 英文版前言, 第 3� 4页。

张文鸣、杜乐勋: �中国卫生经济政策研究历程的回顾和总结 �, 载于杜乐勋等主编: �中国医疗

卫生发展报告 �,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8年版, 第 43页。

�国务院研究机构判断: 医疗体制改革基本不成功 �, h ttp: / /n ew s. x inhu anet. com /b anyt /2005-

09 /21 /con tent_3519420. h tm。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 �, h ttp: / /n ew s. xinhuan et. com /new scen ter /

2009-04 /06 /con tent_11138803. h tm。



3����

界卫生组织倡导的原则相一致 �。� 尽管中国卫生体系改革的动力不能完全归

结于外部力量的推动, 但世界卫生组织的影响也是非常重要的因素。

在这一案例中, 有两个问题不同寻常, 值得关注。第一, 在公共卫生领域,

世界卫生组织对公平性原则的倡导由来已久, 为何在很长时间内并未对中国的

卫生政策制定产生影响? 尽管中华人民共和国在 1972年就恢复了在世界卫生

组织的合法席位, 而且该组织早在 1978年便倡导 �人人享有基本卫生保健 �的

目标, 更在 2000年 �世界卫生报告 �中大力呼吁改善卫生体系设计, 但是, 它对

中国国内卫生体制改革问题真正发挥作用却是在 2003年 SARS危机以后。那

么, 沟通国际 � 国内两个层面规范的关键因素是什么?

第二, 就 SARS危机而言, 它属于传染性疾病控制范畴, 和医疗卫生体制并

不是一个问题。医疗卫生体制概念内涵更广, 除了明显属于公共卫生问题的事

务如传染性疾病控制之外, 还包括获得医疗服务、医疗保障、疾病预防等内容。

世界卫生组织在 SARS问题上对中国国内政策的影响, 为什么并且又是如何

�外溢�到范围更广的医疗卫生体制改革领域?

一、既有相关研究文献

自彼得 �古勒维奇 ( Peter Gourev ich)提出 �颠倒的第二意向�以来, 学界逐

步接受国际制度对国内政治与政策制定产生影响的假设, 以中国与各类专门性

国际组织的关系为主题的研究也逐步丰富起来。许多研究者都赞同, 中国在原

则上并不排斥国际体系中现有的国际制度, 而且在政策和法律制定过程中参考

甚至是亲国际制度的。� 在已有的研究中, 两种主要的分析视角分别是国际制

度传授与国家学习, 而具体又可以被分为结构性解释与行为性解释两大类。据

此, 现有的解释可以归结为以下四种类型:

第一, 一些研究者强调, 国际制度的结构包括制度本身的性质以及具体的

规则安排, 是造成其具有不同国内政策效果的重要原因。例如, 苏长和将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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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分为构成性的与管制性的。前者集中在价值与规范领域, 如主权、非正义

战争、人权保护等等, 此类国际规范往往不涉及国内福利的分配; 而后者则集中

在经济、贸易、投资、环保等领域, 对国家具有福利调整的效应。因此, 与构成性

国际制度相比, 管制性国际制度对成员国的国内事务将产生更大的影响。� 而

刘宏松对中国参与亚太经合组织 (APEC) 与东亚地区论坛 ( ARF) 两个地区性

组织的行为分析则表明, 在收益预期并不明确的情况下, 法律约束较弱的非正

式国际机制对于中国的吸引力要大于正式的制度安排。� 另外, 从建构主义角

度进行的研究则表明, 建立在共识基础上且成员国数目较多的国际制度往往具

备更强的社会化能力, 因而能够更好地引导新加入的成员。世界银行就利用这

一能力对中国的经济改革与制度建设发挥了影响。�

第二, 如同教师在授课技巧上的好坏会影响教学质量一样, 在与国家打交

道、传授规范时, 国际制度采取的策略与政策选择等行为性因素同样会影响其

效力。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自我认同强烈的大国, 在内政外交发生深刻变革

之际, 国际组织能否采取适宜的策略往往决定接触进程顺利与否。一些研究者

指出, 在经济贸易与国际安全领域, 在面对一个乐于合作的中国时, 相关国际组

织都积极采取了带入战略, 建立起一套正面的激励机制, 从而获得了中国对国

际规则的承诺。�

第三, 国家内部的结构差异也会导致国际制度影响国内政策的不同模式。

托马斯 �里斯 � 卡彭 ( Thom as R isse-Kappen)从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角度理解国

内结构的涵义。他根据国家结构、社会结构与政策网络三个标准, 将国家的国

内结构划分为六种形态, 分别为国家控制型、国家主导型、僵局型、法团型、社会

主导型和脆弱型。� 这一分析框架非常系统, 有助于我们理解为何在有些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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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 国际规范易于进入却难以对实际政策产生影响, 而在另一些国家虽难以进

入, 但一旦进入就会得到很好地贯彻。许多研究者借鉴了这一路径探讨国际制

度对中国的影响。例如, 田野和林菁通过分析中国引入国际劳工标准, 提出国

家寻求自主性是中国加入国际制度的重要驱动力量。� 而从决策环境、政府内

各部门关系的角度出发, 于宏源则指出, 加入国际制度带来了中国政府的决策

转型, 各部门之间的关系由分歧、冲突转变为沟通、协调, 为中国贯彻相关国际

义务奠定了基础。� 另外, 在一些与民众生活息息相关的议题上, 如在国际烟

草控制问题上, 社会部门的壮大以及规范倡导者的积极活动也会推动规范的深

层扩散。�

最后, 国家行为方式的改变也往往是决定其学习进程的重要因素。大量研

究将其归结为中国政府在不同时期对外政策的取向、对待国际制度的认知判断

发生了变化。自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领导人对国际形势的判断发生了极大的转

变, 重新定位了中国在国际体系中的位置, 外交思想随之更新。在融入主义成

为一种指导外交实践的主导原则的背景下, 中国对待国际制度的态度由孤立、

消极转变为全面积极参与, 并发展出一种在多边制度基础上处理全球与地区公

共问题的外交新思维。� 国家行为方式的转变不仅从整体上影响了中国与国

际制度的关系, 在中国与具体国际组织的关系上, 这种转变同样发挥重要作用。

例如, 中国对国际红十字运动的正面解读推动了国内红十字会的立法。�

可见, 就国际制度影响中国国内治理这一主题而言, 目前已有一定的研究

成果, 其中许多解释富有新意和启发性, 但仍然存有一些不足。研究者们往往

只选取单一的分析视角, 很少能够结合两个层次的解释。单一层次的分析固然

逻辑清晰、线索分明, 但这种分析往往假定另一层次没有发生变化。这种假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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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符合现实, 有时却忽略了一个重要的治理特征, 那就是国际公共问题的治

理结构与中国的国内政治常常同时处于重大的变革之中。在现有的国际规范

结构中, 自由主义理念往往在中国加入之前就已经存在, 并且占据主导, � 在很

大程度上, 中国融入国际体系就是学习与适应这一治理模式的过程。而且, 应

当注意的是, 由此带来的变化决不局限于经济领域, 而是影响了社会生活的方

方面面。但是, 在此治理模式之下, 因为与自由主义的发展理念不相契合, 一些

重要的治理领域与一些值得关注的价值却长期被忽略。这造成一个严重后果,

即当客观环境恶化、问题凸现时, 国际社会与国家都显示出应对乏力的脆弱性。

国际公共卫生领域就是一个典型的例证。自 20世纪 70年代末期以来, 卫生专

家们普遍认为, 传染性疾病作为人类主要健康威胁的时代已经过去, 公共卫生

在国际与国家政策议程上的重要性同时下降。但是, 从 90年代开始, 全球公共

卫生环境开始恶化, 尤其是 21世纪以来, 公共卫生危机频发。可以看到, 在这

一领域内, 国际组织与中国都在进行调整以适应挑战。为了更好地反映这一时

代特征, 本文将着眼于国际与国内两个层次上的议题特征变化而展开分析。

除此以外, 目前分析国际制度的国内影响多为纵向维度路径, 即讨论一项

国际规范如何进入中国, 并最终在政策辩论乃至立法层面上体现出来。但是,

对于国际制度影响力的横向扩散, 即从一个较小的领域扩大到更广泛的议题上

的现象, 现有的研究并没有给出有说服力的解答。

二、分析框架: 议题特征变化的视角

(一 ) 议题特征的含义与维度

本文的核心论点在于, 治理议题的特征变化是解释国际制度对中国国内事

务影响效力的关键变量。为了避免概念上的混淆, 有必要特别指出, 本文使用

的议题特征的含义与目前新自由主义国际制度研究使用的合作问题类型有所

不同。后者认为, 不同议题具有结构迥异的利益, 国际制度若要有效发挥效能,

国际政治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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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必须在制度设计上反映行为体所面临的合作问题的类型。� 虽然同样是从

合作议题这一视角切入, 但上述观点强调的是不同议题之间的差异, 而本文则

另辟蹊径地分析同一议题在不同时期的不同特征。

在国际制度对国内政策发挥影响的问题上, 如果用历史的眼光看待一项治

理议题, 我们就会发现, 它往往在不同历史阶段具有不同的议题特征, 本文着重

分析其中的三项: 政策优先度、政策聚焦度和政策支持度。

首先简要地界定上述三个维度。所谓政策优先度, 是指与其他议题相比,

某一议题受到行为体重视的程度, 尤其是在政策议程上的排序高低。无论是国

际社会还是国家都会遇到许许多多的问题, 一些事务被认为是不重要的, 非政

治性的、不紧急的, 另一些却被看作重要、具有政治甚至安全意义, 因而必须得

到优先处理。对同一议题轻重缓急的判断也会随着时间与实践的变化而发生

改变。一方面, 不同的客观环境决定, 同一议题在某一段时期更为重要而在另

一些时期则根本不成为问题。另一方面, 国家的认知因素往往起到很大的作

用。正是在意识到人们具有对外部世界进行感知、识别、分类的能力的基础上,

戴维�斯诺 ( Dav id A. Snow )等社会政治学家们提出了认知框架的概念, �而哥

本哈根学派则从安全化的路径重新认识安全事务的由来。� 他们认为, 规范倡

导者将公众的注意力引向某些问题, 甚至是创造一些问题, 其手段是定义、解释

这些问题, 并使之成为众所瞩目的事情。

政策聚焦度是判断议题特征的第二项指标, 是指某一关于治理的原则或规

范具体化为相关政策及其与治理实际相适应的程度。很多国际规范例如民主、

人权等, 这些概念虽然反映了人类追求的理想与价值, 但内涵比较模糊、各国的

理解存在分歧, 如何落实也没有一套有据可循的操作程序。此时, 国际组织是

否能够将规范转化为明确的政策措施, 就影响到国际制度推动规范内化的效

果。另外, 在一些议题上, 国际组织或国家聚焦错位也时有发生。例如, 通过分

析联合国未能在刚果构建和平的原因就表明, 虽然恢复秩序、保障安全涉及到

公平性原则的回归

�

�

�

Am itav A ch arya and A lastair Iain John ston, Craf ting C oopera tion: R eg iona l In terna tional Institu tions in

Compa ra tive P erspective ( New York: C amb ridgeU nivers ity Press, 2007 ) , pp. 16-17.

David A. Snow, et a.l , eds. , � Fram e A lignm en t Processes, M icrom ob ilizat ion and Movem en t

Participation, � Am erican S ociological R ev iew, V o.l 51, No. 4, 1986, p. 464.

巴瑞� 布赞等: �新安全论� (朱宁译 ) , 杭州, 浙江人民出版社 2003年版, 第 32� 3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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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与地方各个层次上的诸多事务, 联合国的官员却将选举作为应对暴力问题

的最重要手段并全力推行。而且, 刚果也采纳了这种重塑和平的方式。但是,

由于不适应治理的实际需要, 在和平协议签署几年后, 该国又回复到战争状

态。� 如果聚焦度不高或不精确, 那国际制度就很难对国内治理发挥良性

作用。

最后, 政策支持度是指为了切实推行政策而配备的物质、人员、制度资源的

丰富程度。推行规范与付诸实施公共政策往往都需要大量投入。对社会运动

的分析表明, 在诸如和平运动、弃核运动、废奴运动这样的议题上, 尽管人们大

多认同运动的价值和进步意义, 但却不相信依靠个人的努力能够影响事件结

果。如果组织者不能进行成功的动员, 不能通过组织网络联合分散的规范信仰

者, 这些运动将最终失败, 规范无法付诸实践。� 这可以被看作是彰显政策支

持度重要性的一个例证。

关于议题特征的上述三个维度并非平行不相关, 而是经常存在交叉和连带

关系。当一项议题的政策优先性得到显著提升时, 国家与国际组织往往要求出

台具体的政策来处理它, 政治意愿也会随之提高, 资源也将更多投入。与那些

模糊、没有操作性和可行性的原则相比, 具体的政策方针也更容易得到资源支

持。反之, 如果对于国家与国际组织而言, 一项议题是无足轻重的, 那它转化成

具体政策或者获得政策支持的可能性就很小, 即便存在这种可能性, 其政治意

义也不大。

接下来, 本文将系统分析国际与国内两个层面的议题特征变化如何导致了

国际制度对中国国内治理产生影响。

(二 ) 国际层面议题特征变化与国际制度的国内影响

从国际层面看, 如果国际组织倡导的议题在政策优先性、聚焦度与支持度

这三项指标中的一项或多项上得分越高, 那它对包括中国在内的成员国国内治

理发挥作用的可能性就越大。

国际政治科学

�

�

Severine Au tesserre, � H obb es and the Congo: Fram es, Local V iolen ce, and International

In terven tion, � In terna tional Organ ization, Vo.l 63, No. 2, 2009, p. 266.

David A. Snow, et a.l , eds. , � Fram e A lignm en t Processes, M icrom ob ilizat ion and Movem en t

Participation, � p. 4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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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 议题的政策优先性作用表现在, 当国际社会普遍接受某项国际规范,

或普遍认为某一公共问题领域非常重要时, 该项国际制度就更可能进入国内治

理领域。对种族平等、妇女权利保护等议题的研究显示, 随着越来越多的国家

接受这些规范, 并视之为必须加以捍卫的基本价值, 国际社会形成了社会性压

力, 从而促使更多的国家接受规范, 并对规范的违背者施加惩罚。� 而在一些

公共问题领域, 由于一国违背国际规范的行为可能对范围更为广泛的国际社会

造成负面影响, 它受到遵守规范的压力也就越大。除了来自于国际社会其他成

员的压力, 相应的国际组织本身也会以更大的政治意愿和更多的投入, 保证国

家做出相应的政策调整, 因为这不仅有助于它维持功能运转, 还能在国际社会

中树立权威。

其次, 国际组织如果能够将一项抽象的原则落实为具体政策, 则它发挥作

用的空间将大大扩展。国际组织能够创造、扩散新的规范、原则并强化某些行

为, 这是它们自主性和权威性的重要体现。例如, 世界银行对 �发展�这一原则

做出了详细的界定, 确定了什么样的活动算作 �发展�、该由谁来促进 �发展�、

谁有权利与优先地位获得 �发展 �等一系列问题。此外, 冷战后一系列国际组

织又参与了对 �安全�概念的重新定义, 认为 �安全�不仅适用于国家, 而且适用

于个人。而威胁除了军事的以外, 还有经济、环境和政治的等等。重新定义

�发展�、�安全�的一个结果便是, 国际组织对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内部事

务加强了干预。�

最后, 如果国际组织有足够的意愿推行其倡导的原则、规范, 并能得到足够

的物质、人员、制度支持, 那它也将成为一个更好的老师。例如, 国家普遍建立

科学政策官僚机构就应当部分地归功于联合国科教文组织, 它把建立科学政策

部门作为一项使命在成员中进行推广。这一案例也成为国际组织使国家进行

组织革新的极佳例证。� 另外, 对于那些掌握更多物质资源的国际组织来说,

公平性原则的回归

�

�

�

马莎� 芬尼莫尔、凯瑟琳� 斯金克: �国际规范的动力与政治变革 �,载于彼得� 卡赞斯坦等编:

�世界政治理论的探索与争鸣 � (秦亚青等译 ),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6年版, 第 304页; 王荣华、陈寒溪:

�国际制度与中国红十字会立法�, 第 4页。

M ich aelN. Barnett and M artha Finn emore, � The Politics, Pow er and Pathologies of International

O rgan izat ion s, � Interna tiona l Organiza tion, Vo.l 53, N o. 4, 1999, p. 712.

马莎� 芬尼莫尔: �国际组织是国际准则的指导者: 联合国教育、科学和文化组织与科学政策 �,
载于莉莎� 马丁、贝思� 西蒙斯编: �国际制度 �, 第 66页。



10���

要推广某一项规范、规则, 或改变一国国内政策结构也往往更加容易和有效。

20世纪七八十年代, 世界银行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奉行自由市场经济模式, 在

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贷款时要求它们进行结构调整, 大幅度地削减政府的社会开

支。这种强制推行的模式在很短时间内就改变了这些国家的国内政策。

以上三项指标的不同组合将带来国际制度的不同影响力。当然, 并非所有

的排列组合都会在现实中出现。本文认为, 可能的情况主要有以下几种:

第一, 议题特征在三项指标上得分都很高, 那么, 国家最有可能接受国际制

度推行的原则, 并且转化为具体的公共政策而加以推行。

第二, 某一议题长期被国际社会忽视, 在此情况下, 三项指标的得分可能都

很低, 那国际制度几乎不存在, 或影响力甚微。

第三, 议题虽然受到重视、并被国际组织转化为具体政策, 但国际组织却缺

乏物质力量加以推行, 此时国际制度大多依靠 �软执行 �, 对于违规现象, 国际

组织则少有作为。

第四, 议题受到重视, 也具备资源对其加以推行, 但是国际组织却迟迟未能

出台具体的政策, 制定国际规则、落实国际规范, 在这样的条件下, 国家可能广

泛地接受某一规范, 但却仅仅停留在政策宣示上, 不同国家对这一规范的具体

执行可能各有差异。

(三 ) 国家层面议题特征变化与国际制度的国内影响

与在国际层面相似, 如果一项议题在国家层面发生了特征维度的正向变

化, 那国家就会更加容易接受国际组织所施加的影响。

首先, 如果一项议题在国家内部受到政治上的重视, 则能够有效压制反对

力量, 使得国内共识更易形成, 从而便利国际制度的渗入。政治生活总是充满

矛盾, 各种利益和价值相互争斗。但是作为一个共同体, 国家有时会认为某些

价值和利益对于自身的存在与发展更为重要, 政策议题优先度正是反映了国家

对各项价值、利益的排序。在各种价值之中, 对于国家而言, 安全关乎生存, 是

最为根本、也是最为重要的价值。所以, 研究安全化的学者们认为, 一旦某一议

题被宣布为安全问题, 国家就能够动员大量资源应对它, 甚至借此攫取对这一

国际政治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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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域的控制。� 当国家内部就一项议题的重要性达成高度一致时, 国际制度很

可能无需经历复杂多变的国内政治讨论而直接被国家接受。

其次, 在国家层面上, 如果一项议题中的国际规则、规范与国家的潜在需要

或基本立场相吻合, 或国内立法中具有支持国际组织提出的方案的因素, 则国

家就更容易 �锁定 �某一规范、规则, 并将其付诸实施。反之, 则国家接触、融入

国际机制的阻力就更大。在经济、环境领域中, 许多国际机制、国际组织遵循的

游戏规则、议事日程等都被打上了深深的自由主义烙印。WTO及其前身 GATT

不遗余力地通过多边谈判削减关税, 以促进世界贸易和投资的自由化, 而在环

境保护领域, 许多多边环境保护机制是以自由市场的环境主义为基础。� 对中

国而言, 在相当长的时间内, 市场、自由贸易等理念并非主导的经济理念, 内部

也没有相应的法律、机制与组织保障。因而, 为了融入, 中国不得不进行艰苦的

磨合。在这些国际制度与国家原先立场契合度较差的领域, 加入国际制度对中

国国内政策转向的影响十分明显。对中国来说, 融入体制需要付出的成本也相

对更高。

在另一些议题上, 中国的自身改革就包含着支持国际制度的原则。例

如, �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 �中的一系列基本人权, 如工作权、享受

公正和良好的工作条件的权利、受教育权等等, 与社会主义对人的自由发展

的尊重与追求并行不悖, 而且在宪法中已经得到确认。在这些议题上, 中国

融入国际制度并不存在理念冲突, 相应修改法律的数量也并不多, 增补工作

也不困难。�

最后, 如果在某一议题上, 国家具备了执行政策的支持资源, 那么国际制度

产生效力的可能性就越大。本文特别指出的一点是, 资源不仅仅包括具体的资

金、人员, 还包括必要的制度资源, 尤其是跨部门决策体系。

在一个议题之间联系日益密切的客观环境下, 很多社会治理事务不是单一

部门就能够解决的, 可能出现一个部门解决技术问题、一个部门负责监管而另

公平性原则的回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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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版, 第 227、23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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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部门负责出资的情况, 因而政策的改变需要调动各个部门的积极性。此

外, 在一些新出现的问题上, 许多机构都有职责去应对, �政出多门 �的现象非

常普遍。例如, 为了更好应对国内艾滋病问题, 美国设立了 �总统艾滋病特别

顾问�一职。当第一任特别顾问桑迪 �瑟曼 ( Sandy Thurm an)开始履行职责时,

她发现在这一问题上, 白宫上上下下有管理责任的部门多达 100余个, 要把这

些部门负责人召集起来开个会都几乎是不可能的任务。� 尽管这些部门在政

策取向上可能并不存在太大分歧, 但内部协调的工作却相当繁琐。

国家已经注意到这种跨部门决策带来的难题并开始寻求解决方案。中国

政府在一些议题上采取 �领导小组�、�协调小组 �等方式解决跨部门决策难题。

例如, 中央外事领导小组 (中央国家安全领导小组 )整合了国安部、外交部、商

务部、解放军等多个部门决策资源。此外, 中国还将大部门体制的建立提上了

议事日程。中共十七大报告要求, �加大机构整合力度, 探索实行职能有机统

一的大部门体制, 健全部门间协调配合机制 �。� 随着跨部门决策难题的解决,

在一些治理事务上将出现更为整合、一致的解决方案。

从国际组织的国内影响的角度看, 如果存在这种支持政策出台与实施的决

策网络, 就能够突破国际制度通过 �中央政府 � 地方政府 � 社会大众 �这种渠

道发挥影响的模式, 更为直接地作用于地方与社会, 加速国际制度发挥作用。

而且, 也可能打通政策通道, 使国际制度的影响从一个较小领域扩展到较大

领域。

目前, 许多政府机构都设有独立的国际合作部门, 它们能够单独与国际组

织沟通。而且, 根据部门的主要职责, 它们往往与某一专门性国际组织具有更

为密切的联系。特别是在那些技术性较强的领域内, 具有相似知识背景的技术

专家之间可能更加容易沟通, 国际组织也更容易对这些部门发挥影响。这种天

然的部门性联系往往让某一国际组织在一些具体问题上能够发挥较大作用, 但

要影响国内的综合性治理事务则非常困难, 因为其影响力所及范围可能只是一

个、或少数几个国内部门, 而一项治理工程却需要很多部门的集体行动。这在

国际政治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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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二战后大量出现的专门性国际组织与作为整体进行决策的

国家之间的矛盾。但是, 如果国家层面上出现了跨政府决策体系, 一个国际组

织就可能就对更大范围内的国家公共事务发挥影响。

综上所述, 通过判断一项议题在国际与国家层面上的优先度、聚焦度与支

持度, 就能够基本判断与解释国际制度影响国内事务的力度大小。

三、世卫组织与中国的医改进程

在公共卫生领域中, 健康权是一项广受认可的基本权利, 而获得医疗卫生

服务应保障公平, 又是实现这一权利的应有之义。但是, 尽管一系列国际会议、

公约确认了这一原则, 中国也加入了相关公约, 但在国际与国家两个层面上, 保

证公平性这一议题长期不受重视, 它比较含糊, 也并未得到有力的政策支持。

正是因为这一议题的上述特性, 世界卫生组织并未影响中国国内医疗体制

改革。

首先, 无论在国际层面还是在国内层面上, 这一议题的优先级别都很低。

在各项国际公共事务中, 国际卫生领域基本处于 �弱势 �地位。在冷战背景下,

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的对外援助都带有明显的政治目的, 很少由于保障健康权

的规范而行动。而从国内的角度看, 倡导自由主义发展模式者相信, 经济发展

成果的滴渗效能解决此类社会服务问题, 因而鼓励政府维持必要医疗服务的想

法就让位于自由放任的经济思想。 20世纪 80年代初期, 美英两国就在经济保

守主义思想的指导下, 大幅削减卫生方面的开支, 而许多发展中国家也受到结

构调整的影响而减少这一方面的投入。由于将 �发展 �简单地界定为经济增

长, 各国普遍忽略了健康的价值, 投资健康很难受到政策支持。

其次, 这一议题的聚焦度也较差。1978年 9月, 在世界卫生组织与联合国

儿童基金会共同召开的 �国际初级卫生保健大会�发表的 �阿拉木图宣言�中,

各国政府共同承诺为实现 �人人享有基本卫生保健 �的目标而努力。但是, 这

份宣言仅仅停留在表达政治意愿, 并没有提出具体的指标或任务。

而从国家层面上来看, 关于保障健康权, 中国虽有一套法律保护体系。

�宪法�、�民法通则 �、�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 �、�中华人民共和

公平性原则的回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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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残疾人保障法 �等文件也反复确认这一原则。但是, 法律规定的公平权利并

不等同于实际的公平。个人能够获得的医疗保健水平, 往往并不取决于上述法

律, 而是有赖于实际医疗卫生体制的设计和运作。对各国政府来说, 出于政治

上的考虑, 保障生命与健康等基本人权通常都会出现在发展目标的前列, 尽管

实际情况可能并非如此。� 即使存在着法律规定, 执法问题也往往难以解决。

关于健康权的法律条款大多是对价值、原则、精神的宽泛表述, 缺乏具体的评判

标准、实施办法和制度安排。

最后, 国际组织与国家缺乏有力的政策支持来贯彻这一原则。长期以来,

卫生体系的设计问题并非世界卫生组织的政策重点, 它并未在这一议题上配备

大量专家和资源。而在一国内部, 仅仅依靠法律很难保证 �公平 �。这不仅由

于医疗是一个具有刚性需求, 而且信息非常不对称的领域, 更是因为当社会中

大量存在这些问题时, 对于个人而言, 诉诸法律的方式成本过高, 对于国家有限

的执法资源与能力来说, 也是不现实的。

虽然国际影响力受到限制, 但是, 正如本文开头指出的那样, 在 2003年以

后, 世界卫生组织明显提升了对于中国医改的影响力。

2000年 �世界卫生报告 �的主题是 �卫生系统: 改进业绩�。这份报告将优

质与公正界定为良好卫生系统需要达到的目标, 并根据整体成就、效能、反应

性、资金提供的公平性等若干指标, 对 191个成员国的卫生体系进行了排名。

在公平性一栏中, 中国的排名为 188位, 居倒数第四。2003年初, 国务院发改

委与世界卫生组织联合立项, 反思中国 20年医疗体制改革取得的成就与得到

的教训。这份报告引述了 2000年 �世界卫生报告�对中国医疗体系的上述排

名, 经过媒体报道, 引发了中国国内的广泛关注。此外, 2005年, 世界卫生组织

就与包括中国卫生部在内的合作伙伴共同调研, 合作发表了 �中国卫生状况评

估报告 �, 其目的之一就是为中国的卫生官员提供今后工作重点的建议。报告

指出, 政府应当扮演的重要角色之一是公平的推进者, �将资源使用于穷人与

脆弱人群身上, 将有效降低国家总体的疾病负担与社会的卫生总费用。更为公

平地获得卫生服务将有益于整个社会, 因为更健康的人具有更强的学习能力,

国际政治科学

� 程炼: �中国健康状况研究�, ht tp: / /www. un iru le. org. cn /x iazai/2007061105. doc。



15���

能够更有效率地工作, 能够更有力地为国家未来的经济发展与脱贫做出贡

献。�� 2007年, 世界卫生组织正式受托, 成为 �中国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总体思

路和框架设计�的独立研究机构之一, 为中国医药体制改革设计路线图。其倡

导的公平性原则被中国政府的接受, 成为新一轮医改的重要指导原则。

为了解释上述变化, 本文将依循议题特征的视角, 分别从国际与国内两个

层次入手对世界卫生组织影响力增强的原因做出分析。

四、国际层面议题特征变化与世卫组织的影响

对于国际公共卫生领域的发展来说, 2003年意义重大, 这一年, SARS危机

爆发, 成为备受瞩目的国际事件, 而禽流感又在东亚地区接踵而至, 全球公共卫

生环境急剧恶化。这一系列危机也充分暴露了国家与国际社会在此类事件中

的脆弱性。在认识到紧急公共卫生事件可能对国家的经济、政治、社会产生巨

大的负面效应后, 国际社会开始普遍重视公共卫生议题, 其政策优先性得到大

大提升。与此同时, 世界卫生组织更为明确地指出, 中国公共卫生体系设计中

存在问题, 世界卫生组织也通过一系列项目和制度来实现其提出的目标。

首先, 在 SARS危机爆发后, 公共卫生问题在全球治理中的重要性明显上

升, 世界卫生组织的权威也得到提高。

SARS是一种新出现的疾病, 在疾病爆发初期, 国际社会对于它的起因及

恰当的应对措施均认识不足。这一疾病持续的时间虽然不长, 但却造成国际交

往停滞, 导致旅游业陷于困境, 仅东亚国家 GDP就减少了约 200亿美元。� 除

了经济上的损失, 流行性疾病的爆发还引发了公众的恐慌与焦虑, 尤其在 SARS

导致了一些感染者死亡以后, 公众几乎不敢外出, 心理防线承受了巨大的冲

击。� 在 SARS爆发期间, 在政府声明与简报中, 新加坡、越南、马来西亚与菲律

公平性原则的回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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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 orld H ealth Organ izat ion, A H ealth S i tuation Assessm en t of th e P eop le�s R epublic of Ch ina, pp. 52-

52, h ttp: / /www. w pro. w ho. in t /NR / rdon lyres /0267DCE 8- 07AB- 437A- 8B01- 03D474D922CD /0 /h sa _ 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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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卫生组织: �2007年世界卫生报告: 构建安全未来 � (王晓琪等译 ) , 北京, 人民卫生出版社

2007年版, 第 26页。

朱明权、汤蓓: �多边主义与东亚地区卫生安全合作 �, �国际问题研究 � 2009年第 5期, 第

6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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宾均将这一疾病称作 �国家安全威胁�, 菲律宾的国家安全顾问甚至进一步声

称, � SARS造成的威胁大过本国的恐怖主义造成的任何威胁。��这场危机为国

际社会敲响了警钟, 如果再忽略国际公共卫生领域, 全球的繁荣与政治稳定将

遭到严峻的挑战。在 2007年, 世界卫生组织更是提出了 �卫生安全�的口号, �

将这一议题的重要性提高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在这场危机中, 世界卫生组织的权威也大大提升, 在国际公共卫生治理中

拥有了更大的发言权。在当时, �国际卫生条例 �规定必须进行国际通报的疾

病并没有 SARS, 但是, 世界卫生组织发扬了自主性, 要求国家进行合作、公开疫

情。在没有获得授权的情况下, 总干事布伦特兰 ( G ro H arlem Brundtland)发布

了几份旅游警告和建议, 为此, 她还受到了一些成员国的批评。� 由于 SARS情

况特殊, 尤其在未确定病因期间造成国际社会极大的恐慌, 各国一时之间手足

无措, 世界卫生组织发布的旅游警告尽管使一些国家蒙受了可观的经济损失,

却得到各国的普遍遵守。� 而在疫情被清除之后, 世界卫生组织的积极行动得

到了赞扬, 美国国家科学院的医学研究所认为, �应对非典的公共卫生反应机

制质量高、速度快、效力大, 完美地超越了过去所有应对国际性突发传染病疫情

的反应机制 �。� 之后, 世界卫生组织顺利推动了颁布与施行新的�国际卫生条

例 �, 在新�国际卫生条例�中, 疾病报告范围得以扩大, 各国的国际法义务比过

去得到了加强。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 在 SARS期间, 中国公共卫生体系的缺陷暴露无遗, 尤

其是农村地区设施薄弱、卫生工作人员不足。世界卫生组织官员一直担心疫情

扩散到边远农村地区。考虑到一些乡镇连基本卫生设施都没有, 疾病一旦传播

开来, 后果不堪设想。在 SARS之后, 世界卫生组织将中国农村医疗卫生合作

国际政治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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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ely C aballero-Anthony, � C omb at ing In fectious D iseases in East As ia: Secu ritizat ion and G lobal

Pub lic Goods forH ealth and H um an S ecu rity, � Jou rnal of Interna tiona lAffa irs, Vo.l 59, No. 2, 2006, pp. 111-

115.

�2007年世界卫生日: 国际卫生安全 �, h ttp: / /www. w ho. in t /w orld-health-day /2007 /zh /。

布鲁斯� 琼斯等: �权力与责任: 构建跨国威胁时代的国际秩序 � (秦亚青等译 ), 北京, 世界知

识出版社 2009年版, 第 140页。

龚向前: �试析国际法上的 �软法 �: 以世界卫生组织 �软法 �为例 �, �社会科学家 � 2006年第 2

期, 第 99页。

布鲁斯� 琼斯等: �权力与责任: 构建跨国威胁时代的国际秩序 �, 第 14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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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明确提上了日程。中国医疗卫生体系设计的议题已经成为世界卫生组织

要处理的优先事务。

其次, 2003年以后, 世界卫生组织提升了 �公平性�原则的政策聚焦度, 不

仅提出了具体的政策目标, 而且对问题的诊断也与中国的实际需要日益吻合。

当世界卫生组织提出中国在医疗体制改革中应当贯彻公平性原则时, 它并

不是笼统地阐述这一原则的重要性, 而是明确了国家政策设计要达到的具体目

标, 包括 �确保基本卫生服务 (包括基本药物 )能够使大众公平获得�、�通过财

政转移来确保对卫生服务提供支持�以及 �确保建立针对脆弱和贫困人群的卫

生安全网�。�

在 2000年的 �世界卫生报告 �中, 世界卫生组织虽然也提出了关于设计公

共卫生体系的设想, 但对卫生系统的关注过于全面, 希望实现多方面的目标。

这使得世界卫生组织在卫生系统设计上焦点不明, 从而分散了人们的注意力。

报告将卫生系统界定为 �包括所有以促进、恢复和维护健康为基本目标的活

动 �, 并进一步提出卫生系统有三个最基本的目标: 提高所服务人群的健康水

平、满足人们的某些期望 (如保密性、从速办理、对医疗服务的选择权等 )以及

能够保障患者财务开支不致过高。� 这三个目标都非常宽泛, 而且有些目标难

以用客观的尺度去衡量, 例如病人的满意度问题。对于改革中的中国医疗卫生

体系而言, 三个目标虽然都极具价值, 但目前改革的焦点应当是什么、迫切需要

解决的问题是什么, 世界卫生组织并没有回答诸如此类关键性的问题。

另外, 当时世界卫生组织对于公平性原则的理解与中国的实际并不吻合。

世界卫生组织提出的公平性指标具有如下含义: 家庭医疗卫生开支占总收入的

比例与家庭总收入占社会总收入的比例越接近, 公平性就越高。由于家庭总收

入占社会总收入的比例, 往往与家庭对税收贡献的水平相符, 因而政府支出得

越多, 就意味着卫生费用中以 �支付能力�为基础的部分越大, 一国在 �公平 �指

数上表现就越好。设想一种极端的条件, 若政府承担所有的医疗费用, 这样分

摊到家庭的医疗费用占其收入的比例与税收比例就完全相同, 根据世界卫生组

公平性原则的回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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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的标准, 这样的体系就最公平。正是由于中国政府开支占卫生总费用逐年下

降, 它在这一项指标上的表现才相当糟糕。

但是, 中国当时进行的改革重点却是通过改变个人付费方式来保证公平。

1997年 1月 15日颁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卫生改革与发展的决定�中指

出, 要实现人人获得卫生服务的目标, 依靠政府投入并非唯一的解决方式, 必须

动员社会各方面筹集发展卫生事业的资金。为了兼顾公平, 中国在这一阶段进

行了 �新农合 �试点, 通过预付费的方式分散风险, 为农村家庭可能面临的突如

其来的大笔医疗支出提供保险支持。尽管不是依靠政府投入, 其也是一种改善

医疗支付方式的尝试。但是, 这种制度设计带来的改进并不能直接反映到公平

性指标上。可以说, 在保证公平的问题上, 中国政府与世界卫生组织虽然在朝

同一方向前进, 但并没有走在同一条道路上。

在 2003年之后, 这种情况发生了变化。在公平性问题上, 世界卫生组织不

再简单地要求政府加大投入, 而是把问题聚焦到 �地区之间、卫生服务系统内

部、临床服务和预防性服务之间的资源分配不均衡导致不同人群健康状况的不

公平�。� 而且, 世界卫生组织还指出, 中国在卫生领域内对市场的依赖导致以

收费项目维持医疗系统的运转, 这使得医疗机构重医疗、轻预防的问题非常突

出, 而且医疗费用过高使普通人轻视对疾病的预防。这一点恰与中国社会中普

遍存在的看病难、看病贵问题相一致。2007年, �中国青年报 �社会调查中心利

用央视 ePanel会员调查系统, 就国内医疗体制改革进行了民意调查。结果显

示, 九成的受访者对过去十年的医疗体制变化表示不满。药费高、挂号难等问

题相当突出, 许多人认为医院背离了公益性而纯粹追求经济效益。可以说, 世

界卫生组织在中国卫生体系中将公平性原则具体化, 使其要求更为明确和集

中, 也更与中国的实际相符, 因而提高了政策的聚焦度。

最后, 世界卫生组织通过一系列行动计划为影响中国医改提供了有力的政

策支持。实现公平不仅仅是一个价值取向的问题, 更涉及复杂的政策设计和标

准订立。世界卫生组织公平理念的核心就是设计一个保护贫困与脆弱人群的

卫生体系, 这就涉及如何界定贫困和脆弱的标准、如何确定哪些人属于这一范

国际政治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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畴, 以及如何选择最有效的保障方式等一系列问题。� 为了帮助中国设计一个

更有效、更公平的卫生体系, 2005年 10月, 世界卫生组织与英国国际发展部发

起了 �卫生政策支持计划�, 旨在通过分享知识与经验, 为中国卫生官员提供技

术培训等手段, 支持设计一个有效的保护贫困人口的医疗体系。�

在 2003年之后, 世界卫生组织与中国在医疗卫生体系改革上的合作通过

两个国家合作框架得到了确认, 并走向稳固化和制度化。从 2004年到 2008年

以及 2008年到 2013年的两份合作框架报告中, 世界卫生组织将支持中国医疗

卫生体系改革作为战略优先事项, 并写入报告。世界卫生组织认识到, 2003年

之后, 卫生体系明显提高了在中国社会经济中的地位, 并且得到了来自政府高

层的政治承诺。与此同时, SARS危机中迅速有效的技术支持, 也让世界卫生

组织赢得了中国政府的信任, 中国政府也提高了对其建议与支持的要求。这使

得世界卫生组织在此问题上 �恰逢其位, 可鼓励政府将公共卫生作为一揽子的

�公共产品 �来加以考虑, 向公民提供服务 �。� 而在第二份国家合作战略中, 世

界卫生组织进一步确认, 尽管为中国的医药卫生体系改革提供建议, 并不是世

界卫生组织工作范围内的职责, 但它仍然将把这一议题看作双方优先合作的

领域。�

由此可见, 在 2003年之后, 在国际层面上, 维护医疗卫生体系公平性这一

议题发生了一系列变化。公共卫生议题政策优先性得到提升, 中国的医疗卫生

体系设计议题也成为世界卫生组织相当关注的议题。世界卫生组织不仅帮助

确定了改革的核心价值 � � � 公平, 而且提出了具体的目标, 并为中国提供了技

术与知识上的支持。这些变化直接推动了世界卫生组织对中国医改发挥影响。

公平性原则的回归

�

�

�

�

对贫困人口医疗卫生服务援助的政策选择问题, 可参见维克托� R. 福克斯: �谁将生存? 健康、

经济学和社会选择 � (罗汉等译 ) ,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年版, 第 192� 205页; 托马斯� R. 戴伊: �理解

公共政策 � (彭勃等译 ) , 北京, 华夏出版社 2005年版, 第 81� 107页。

W orld H ealth Organ ization, � H ealth Sector Developm ent: Fu ture Goals and Challenges, � h ttp: / /

www. wp ro. w ho. in t /ch ina /sites/h sd /goals. h tm.

世界卫生组织: �世界卫生组织在中国的国家合作战略: 2004� 2008战略优先事项 �, 2004年,

第 17� 18页, h ttp: / /www. w ho. in t /coun tryfocus /cooperation_s trategy /ccs_chn_zh. pdf。

世界卫生组织: �世界卫生组织 � 中国国家合作战略: 2008� 2013�, 2008年, 第 26� 27、31� 33

页, ht tp: / /www. who. int /countryfocus /cooperation_strategy/ ccs_chn _ch_2008-2013. pd f。



20���

五、国家层面议题特征变化与世卫组织的影响

在国际层面出现积极变化的同时, 中国国家层面也出现了有利于国际制度

发挥影响的变化。其中, 对于世界卫生组织对中国医改发挥作用而言, 一个更

重要的变化在于对公平性原则的政策支持度增强, 出现了跨部门的决策体系。

在 2003年之前, 中国在医疗卫生领域的决策是一个分散的网络, 涉及到许

多部门之间的协调, 这使得以往改革往往只涉及特定的问题与领域, 就体系根

本性的问题达成共识并出台、执行相关政策往往比较困难。

首先, 在 1998年之前, 卫生部长期是唯一负责公共卫生问题的中央政府部

门, 但随着政府机构改革, 一些职能被分离出去, 这样就形成了一个多部门决策

的体系。一方面, 新成立的进出口检疫检验局承担港口检疫以及负责进口食品

的食品安全问题的职责, 但卫生部仍然负责针对隔离检疫问题颁布法律和法

规。2001年 4月, 进出口检疫检验局又并入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在

新的框架下, 卫生检疫监管司、进出口食品安全局等机构联合管理涉及公共卫

生的事务。另一方面, 卫生部原有的管理食品与药品的职能也被分离出去, 由

新成立的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接手。2003年, 与公共卫生相关的商品, 如

食品、器械的审批权则并入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总体上说, 中国公共卫生问

题涉及到三个国务院下属的部委以及九个司局级单位: 卫生部及其下属的疾控

中心、妇幼保健与社区卫生司、卫生政策法规司、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指挥中

心, 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及其下属的卫生检疫监管司、进出口食品安全

局, 以及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及其下属的食品安全监管司、食品许可司与医疗

器械监管司。�

其次, 在更大范围的医疗卫生体系问题上, 具有相关职能的机构更多。例

如, 劳动与社会保障部对城市卫生保险与职业卫生问题具有职权, 而建设部则

保证城市中的用水问题, 农村的卫生安全与社区卫生又牵涉到民政部门等等。

这使得同一问题的政策制定条块分割。以医疗保险制度为例, 退役军人的医疗

国际政治科学

� ProjectTeam ofDRC, � An E valuat ion of and Recomm endat ion s on th eReform s of the H ealth System in

C h ina, � C hinaD ev elopm ent R ev iew, Vo.l 7, No. 1, 2005, p. 92.



21���

保险政策就是由国务院办公厅与中央军委办公厅联合制定的, 而城镇职工参加

医疗保险则由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出台相关政策。可见, 要进行医药卫生体制改

革, 中央层面上牵扯的部门就非常多, 协调任务十分复杂。此外, 在权力分散、

权力下放的大背景下, 各级政府也能够参与当地卫生体系的设计, 在改革进程

中, 出台地方性医疗保障政策是非常普遍的现象。

简言之, 中国卫生体系的决策具有跨部门、多机构和不同级别政府参与的

特征, 决策和执行的政策网络都非常分散。在这种国内制度环境下, 某一个国

际组织要对国内决策发挥影响, 就打通影响渠道而言则是非常困难的。

虽然如此, 2003年后新任卫生部长吴仪个人的政治地位与行事风格, 以及

中国政府对卫生医疗问题重视程度的整体提升, 为建立跨部门决策网络提供了

机会。

2003年 4月 20日, 由于防治 �非典�不力, 卫生部部长张文康被撤职。 4月

26日起, 由副总理吴仪兼任卫生部部长。这一任命打开了世界卫生组织对中

国医疗卫生体系改革施加影响的渠道。作为副总理, 吴仪在卫生医疗体制改革

问题上的发言权更大。世界卫生组织西太区主任尾身茂 ( Sh igeru Om i)正是利

用会见吴仪的机会提议, 卫生体系也是中国和世界卫生组织之间可以合作的一

个领域, 尤其是涉及到农民的问题。� 而且, 尽管吴仪在就任之前自称不熟悉

卫生工作, 但其大刀阔斧的行事风格, 使分散管理的卫生医疗领域得以快速加

以资源整合。这一点在 SARS爆发中就表现得非常明显。她破除了北京各家

医疗机构之间的隔阂, 建立协调机制, 并迅速建立了小汤山传染病医院, 这些对

击退 SARS的持续蔓延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

在 SARS结束后, 吴仪继续关注中国公共卫生体系的建设与医疗卫生体制

改革问题, 进而担任了全国防治艾滋病工作委员会主任一职。她在任期间, 多

次考察农村医疗与公共卫生问题, 并提出要把发展农村和社区卫生作为长期发

展的重点, 主张建立政府主导、多部门合作、全社会参与的卫生工作机制。

除了拥有一位在国内政治中更有发言权的领导人之外, 医疗卫生问题政治

公平性原则的回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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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性的提升也进一步让跨部门政策网络变得紧密起来。在第十一个五年规

划中, 政府认识到投资卫生领域对于社会和谐的重要意义, 提出要增加公共卫

生投入、改善公共卫生和医疗服务系统、解决卫生服务资源有限和医疗服务价

格昂贵的问题。胡锦涛、温家宝、吴仪等政府高层决策者都对卫生工作做出了

指示, 要求解决群众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2006年开始的新农村建设、2007

年提出的科学发展观及其中的五个统筹, 都进一步要求重视医疗卫生工作在国

民经济整体发展与和谐社会创建中的重要地位。

医疗卫生工作整体地位的提升, 加上高层领导人的重视, 使跨部门协调的

压力更大, 也让国际组织更容易发挥影响。 2004年, 世界卫生组织在中国订立

的第一份国家合作战略中指出, � SARS爆发引发的深刻政治、社会和经济后果

敲响了对政府的警醒之钟, 随着中央财政对公共卫生支持的加强, 有迹象表明,

中国公共卫生工作正在翻开新的篇章。现有的政治环境和承诺为重新解决卫

生系统长期以来存在的薄弱环节创造了前所未有的良机, 使最高级别的政府部

门致力于卫生系统改革。�另外, 它还注意到人事安排的微妙之处, SARS危机

后副总理吴仪仍然兼任卫生部长, 副部长高强则与财政部及国务院关系密切,

因而认为中国的医疗卫生改革必将加快进程。�

随着中国政府逐步重视国内跨部门协调, 世界卫生组织也扩展了活动空

间, 不再局限于和卫生部一个部门打交道。 2003年, 为了加强对宏观经济与卫

生原则之间关联的理解, 世界卫生组织为卫生部、国家发改委和财政部联合撰

写 �中国的宏观经济与卫生 �报告提供支持, 并特别指出, 世界卫生组织将参与

卫生部和其他部委 �十一五计划 �的制定。在食品和药品安全问题上, 世界卫

生组织表示, 将支持卫生部和其他管理农业、食品生产和安全性的政府部门之

间的 �体制化合作 �。� 此外, 前文提及的世界卫生组织与英国国际开发部共同

发起的 �卫生政策支持计划 �是一个多部门参与的项目, 在启动仪式上, 世界卫

生组织驻华代表贝汉卫 (H enk Bekedam )要求中国政府将卫生部以外其他负有

重要卫生责任的部委一并纳入。» 2007年新一轮医改正式启动后, 在吴仪的领

国际政治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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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世界卫生组织在中国的国家合作战略: 2004) 2008战略优先事项6, 第 9、18页。

同上书, 第 35) 3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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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下, 16个部委的部际联席会议机制正式设立起来, 这一政府内部跨部门协调

安排推动了新医改方案的出台。正是通过向这一联席会议报告与提供建议, 世

界卫生组织得以从整体上影响中国的医疗体制改革, 提出医疗体系设计必须将

公平原则放在首位。这一原则之所以能被接受, 与 2003年以来世界卫生组织

与多个部门开展联系, 强化了对中国卫生体系设计的总体影响密不可分。

值得注意的是, 在 2009年 4月出台的医改实施方案中, 中国明确提出, 将

由国务院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领导小组统筹组织和协调改革工作, 并要求各

部门加紧出台配套方案、各级政府抓紧落实。可以说, 强化部门间协调已经成

为医改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 由于卫生部在跨部门领导小组中处于组长单位

这一较为重要的地位, 也便利了世界卫生组织通过这一传统盟友对中国国内政

策施加影响。而且, 世界卫生组织也有意强化这种合作关系, 在对中国卫生状

况进行总体评估时, 它就强调应当让卫生部在卫生政策的制定中处于领导

地位。¹

国际组织对于一国国内政策的影响力与影响范围, 不仅与其本身有关, 国

家内部的决策模式也是关键的因素之一。 2003年之前, 中国医药卫生改革领

域内的决策跨越部门, 政策网络相当松散。因而, 世界卫生组织缺乏对卫生领

域发挥整体影响的渠道。但是, 在 2003年公共卫生危机之后, 中国政府逐步重

视跨部门协调, 并最终将其机制化, 也大大方便了世界卫生组织影响力的发挥。

六、结  论

通过世界卫生组织对中国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发挥影响的案例研究, 本文探

讨了国际制度与中国的互动。与现有分析着眼于国际或国家单一层次的视角

不同, 本文以议题特征概念贯穿了两个层面上的解释。本文认为, 当一项议题

的政策优先度、政策聚焦度以及政策支持度得到提升时, 国际制度对国家内部

事务的影响力就会增大。从本文分析中可以看到, 在 SARS危机之后, 不仅国

际公共卫生领域的地位大大提升, 保障卫生体系的公平性这一议题也受到国际

公平性原则的回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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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的重视。而且, 通过明确公平性原则的含义与设立具体的合作项目, 世界

卫生组织使这一议题的政策聚焦度与支持度也得到了提升。而在国家层面上,

由于 SARS危机与此后中国政府对公共卫生领域的重视, 为公平性原则提供重

要政策支持的制度保障 (即跨政府决策机制 ) 得以建立, 从而使得世界卫生组

织对中国的影响超越了狭隘的传染性疾病防治, 扩大到更广阔的卫生体系设计

问题上。

虽然本文主要是从国际组织对中国产生影响的角度进行分析, 但中国作为

世界政治中的重要力量, 对于国际组织、国际规范的认同反过来强化了特定的

国际规范, 并大大加强了世界卫生组织的权威与地位。 2003年 SARS疫情结束

不久, 中国就在联合国大会推动发起 /加强国际公共卫生能力建设 0倡议, 第

58、59、60三届联合国大会均通过这一决议。¹ 在世界卫生大会上, 中国也反复

强调加强世界卫生组织领导的重要性, 并主动捐资帮助非洲国家建设疾病应对

机制。º 而且, 通过在中国医疗卫生改革上发挥作用, 世界卫生组织增强了信

心, 其发布的 5西太平洋区域加强卫生系统战略计划 6明确提出, / 世卫组织以

后将先行一步, 主动要求为卫生计划和国家计划程序提供支持 0。» 中国的参

与也将强化这一领域内的国际制度。进而, 中国如何影响国际制度, 这构成了

一个新的研究问题。

国际政治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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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ds / z iliao/ tyt j/ t512750. 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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